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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思想全貌
阳明心学产生的思想背景：明朝前期，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程朱理学，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是官定读本和科举取士的准绳，故而导致士人思想僵化，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约束进一步增强。而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士人们逐渐产生重情倾向，客观上要求冲破程朱理学的禁锢。另外正统理学对下层民众的思想与行为的约束作用，已经动摇。如何将人们的行为有效纳入封建规范的轨道成为明中叶思想家需要解答的问题。

阳明心学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明正统后，明朝由盛转衰，明初潜伏的各种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土地兼并、流民问题等表现突出，这些标志着明代社会的矛盾已空前激化,并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这不仅在政治上撼动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并且标志着被尊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面临着严峻地挑战。而在经济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新兴的商品经济冲击了传统的纲常名教，其结果就是个人意识蓬勃发展，在破坏封建礼教的同时带来了道德败坏，人心不古的副作用。

王守仁是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王守仁汲取先秦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思想的营养，又直接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形成了庞杂的哲学思想体系。王氏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源。王氏认为，伦理纲常是人们心中所固有的、先验的“良知”，而所谓“良知”还是天地造化的根本与事物的天然法则，这就将其伦理观与宇宙观相联系起来。而要认识伦理纲常之“理”即所谓“致良知”，其途径不是通过外在的实践去获得，而是到心中去体认。王守仁由此传统的“致知格物”，解释为把心中固有的“良知”施诸行事，即用名教伦理来规范自身的行为，自觉地去为善为恶。其“知行合一”学说，就是在这种要求行为和良知一致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行统一于知，知即是行；“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标准，解决认识和实践封建道德问题。

一、心外无理

心学是南宋陆九渊创立的，明代经王阳明的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学说。王阳明心学继承了陆九渊的“宇宙即是吾心”思想，提出了“心外无理”这个基本命题，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一切事物的本原：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心是一切道理存在的最根本之处，人们心中原本存在理，所以万事万物只需向心内去寻求道理即可，因为外在的理与内心的理是同一的，也只有心内求理才能找到理的所在。

他所指的理是人本的道德意识，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原则，是具有伦理规范的主观意识，所以他认为有什么样的心就会有什么样的理，就会有什么样的发用，其提出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题也是基于对“理”的这种认识视角的。王阳明的“心即理”观点是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如果就陆九渊只是从吾心之理、宇宙之理二者为一的角度去认识理的话，那么王阳明则更加强化了理的道德力量，把理完全归为心内，把心的统摄作用突出出来，所以他说：“心即性，性即理”，心含纳一切，主宰一切：“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

在王阳明看来，格物必须关涉道德，不能像朱熹那样过份强调知识的作用，而心对道德具有绝对的主宰性。对心的绝对主宰的认识，决定了阳明心学中其它命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也成就了心学以“心”为主体的庞大体系的建立。

二、知行合一

在“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的基础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理论，对主体的能动作用加以肯定。“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提出的最重要命题。关于此命题的意义和价值，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多次提到，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与徐爱论学之时：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

关于知、行问题，王阳明非常明确地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看待的观点，知和行不分先后、轻重、难易，知和行永远都是统一的，是一件事，与王阳明主张的“心即理”相对应，知也是被道德行为所赋予的一种情感，是本然存在的天赋，知而不行就是对知行这个统一体的破坏，是违背天赋道德的行为，所以真正的知行合一是去除心中不善的杂念，用自律的方法进行意念省察，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存理去欲”的观念。

 
从早年提出“知行合一”命题之后，王阳明在讲学和与友人的学术来往中不断地发展了这个观点，与其整个哲学观点互相印证，特别是与良知和致良知观点统一在一起，被黄宗羲评价为：“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

三、致良知

 
“良知”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良知宗旨，又有了引申和扩充。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石，是绝对存在的无关物我又包罗物我的。关于良知的释义，在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中，集中有这样几种表达：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明觉发现处”。基于心与理是统一的认识，王阳明认为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良知的自然明白显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隐的本体。所以致良知的真诚恻隐用在侍奉父母上就是孝，用在尊敬兄长上就是悌，用在辅佐君王上就是忠。这里只有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近而认为良知与天赋之性与万物一体之仁是相通的，所以又有“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的说法。

王阳明认为良知在人心中，无论老幼，不管圣愚，心中都有良知，良知就是是非之心，依据前面说到的道德本体的存在，好善恶恶就是人本心应具有的良知，是天赋的道德判断使然，所以要为善去恶，知是知非。由此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唯一能够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的，所以要保持心的公允，以诚意来致知。

 
关于“致”的理解，张学智著的《中国儒学史》对此的分析较为有代表性：“‘致’的功夫就是扩充。所谓扩充亦有二义，其一是去除气禀物欲对良知的遮蔽，使良知本体呈露。虽所呈露者为人心所本有，但去除遮蔽的功夫对心体却是一种开发，一种扩展。其二是拓展良知的内容，致良知的致字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推致，致良知即把知推致于具体事为中，使每一事为都在良知的统御范导之下。”此观点对“致良知”说的总结是较为精到的。

王阳明一生的学术思想在晚年用“四句教”总结下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提出的重要思想，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的归结。王阳明认为，人心本体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是昭觉灵明的，而意念有善恶之分，发自本体的意念是善念，背离本体（不及或过之）的意念是恶念，人心即良知，昭明灵觉处，自有判断善恶的能力，所以必须依据本心，为善去恶。

二、阳明心学的学术影响

一、 强调主体意识

阳明心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人心的主体作用，把良知看作是人心所固有的本体。王阳明对良知的看法与程朱理学有了根本的不同，强调心的同一性，打破了程朱理学人心和道心二元对立的关系，明确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心的主体性被充分张扬开来：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日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既然“心即理”，人心和道心“心一也”，那么求理的方式只能是向心内求理，人的心中会有道德的准则存在，只要依据自己内心之中固有的良知去进行评判就可以了。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绝对权威的反对：“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阳明从朱熹对《大学》版本的修正问题引出上述这番话，认为无论是谁的言论，都不能以权威为上，甚至主张人心内良知良能的存在是不分圣人与愚夫愚妇的，在这点上“圣人与愚夫愚妇同”：“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在这种对主体作用的充分肯定之下，蔑视权威、主张平等思想对文学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在程朱理学那里被禁锢的主体意识被唤醒，人作为一个能动的创作主体，不再依附于外在道德束缚，依照自己心体固有的良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进行文学活动，这样就赋予文学创作主体以极大的自由空间，因此出现了一批个性特征突出的作家、作品，影响了明中后期文论的基本走向。

二、 突出自然人性

心学思想体系中，关于人性的认识是基于良知的，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至善的人性，而良知的发用体现在七情的自然流行，也就是说，七情是人所固有的，是自然存在的，人性的自在性并不影响良知的灵觉，关键是通过体认，让良知澄明：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


这种自然人性论对明中后期的文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文坛出现了一批以“狂者”形象和创作风格著称于世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思想解放、率性而为，使文坛一扫明前期僵化、保守的面貌，摹写自然人性、倡导精神解放的作品大量涌现，主张“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唐顺之、抒写真我的徐渭、“绝假纯真”的李贽、“世总为情”的汤显祖、“独抒性灵”的袁宏道，他们在文学领域对自然人性的思想进行了实践，还文学以感性的、自然的色彩，这是阳明心学影响下文学发展的突出现象。

三、 肯定合理人欲

王阳明在论述理和欲的问题时，是主张去人欲的，他认为“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把人欲看作是天理的对立面，是人的私欲，因此必须存理去欲，但同时，他认为理在心内，理是人心固有的，既然良知良能皆在人心中，在这一点上，圣人与愚夫愚妇是没有差别的，那么人欲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所以王阳明在提出存理去欲的主张时，没有否认人欲的存在，而是更看重去欲的工夫。浙中王门的王畿也表述过类似的观点：“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原不容人为加损而后全。”在阳明后学中，特别是泰州学派，大胆肯定合理人欲，把百姓日用与道联系起来。

三、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文学观
明代社会中的哲学发展，经历了由初期的程朱理学独霸天下，在思想领域占据正统地位到中后期阳明心学异军突起，逐渐壮大，成为思想领域的主导思潮这样一个过程。与之相对应，文学思想由明初到明末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样貌。在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界的明初，宗经、载道成为文学思潮的主流。文学的一切活动都以程朱理学规范下的伦理教化作为表现的本体和旨归，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表现，都围绕此展开。在文学批评领域，复古成为明初至明中期主要的文学思潮，前后七子的复古文学思想一时成为统治文坛的主流思想，他们推崇秦汉文和盛唐诗，甚至达到了字模句拟的极端程度。从明代中叶起，一股新的文学思潮涌现出来，他们以反复古的面孔出现，强调文学对表现心灵的作用，主张以自由的笔触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放大了情感的作用，主张自然的、率真的文学表现，与明代初期的复古之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时间文坛一扫“文以载道”的风气，倡童心、讲真情、抒性灵的文学批评和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李贽、唐顺之徐渭、汤显祖、徐宏道等一批深受心学影响的、具有独特人格和鲜明的创作个性的作家文学批评进入了倡导自由表达和个性解放的繁荣时期。

一、徐渭

（一）“诗本乎情”——徐渭文学情感观的心学回响

在徐渭看来，情感是一切文学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情感之所以在文学表现中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作为个体的人与生俱来就有情感，文学就理应是人的情感的表达。在《选古今南北剧序》中，徐渭强调了情感对于人、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人生坠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已。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尘，嬉笑悼唁于数千百载之上者，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情之于人甚矣哉！

情感对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观点透露出他深受阳明心学浸润的痕迹。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是“心即理”，其“心”本身包含着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敝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

既然“情”是人心所固有的，那么文学就应该记录这些情感，表达这些情感。阳明心学的哲学体系是明清许多文论家关于情感的理论出发点，徐渭的“诗本乎情”观点即是阳明理论的回响：古人之诗本乎情，非设以为之者，是以有诗而无诗人。迨于后世，则有诗人矣，乞诗之目多至不可胜应，而诗从格亦多至不可胜品，然其于诗，类皆本无是情，而设情以为之。夫设情以为之者，其趋在于干诗之名，干诗之名，其势必至于袭诗之格而剿其华词，审如是，则诗之实亡矣，是之谓有诗人而无诗。有穷理者起而捄之，以为词有限而理无穷，格之华词有限而理之议无穷也，于是其所为诗悉出乎理而主乎议。而性畅者其词亮，性郁者其词沉，理深而议高者人难知，理通而议平者人易知。夫是两诗家者均之为俳，然谓彼之有限而此之无穷，则无穷者信乎在此而太在彼也。

徐渭在这里明确地指出文学不可以“设情以为之”，矫情和造情都不能成为流传后世的真正的文学。那么，为什么会有“设情”的诗人和作品呢？是因为他们会“干诗之名”，而“设情”在诗中的表现形式就是“袭诗之格”、“剿其华词”，徒有诗的外表和华美的词句，最终这种诗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的，只能是“诗之实亡矣”，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真正把情感作为文学主体的内在素质以及文学表现的对象。所以徐渭针对时弊，犀利地指出虚伪之风盛行，对于文学情感的表达是起到阻滞作用的：“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对于拟古派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徐渭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他们只学到了秦汉和盛唐诗文的皮毛，因为他们没有用真情实感，所以写不出出自“胸膈”之作：“及叩其所极致，其于文也，求如贾生之通达国体，一疏万言，无一字不写其胸膈者，果满天下矣乎？”徐渭在文学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中高举情感的旗帜，崇尚自我意志，追求自由表达，给中晚明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真我说”——从人性思想到文学情感表达

徐渭的文学情感观是有着相应的哲学根基的，对“真我”的强调是徐渭人性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文学情感表现的理论核心。在《论中一》中，他阐释了“真我”的基本人性思想：语中之至者，必圣人而始无遗，此则难也。然习为中者，与不习为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语不为中，必二氏之圣而始尽。然习不为中者，未有果能不为中者也，此则非直不易也，难而难者也。何者，不为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重曰为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长人，量悉视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为过中，衣长人以侏儒，是为不及于中，圣人不如此其量也。

徐渭把“中”作为衡量的标准，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是真我，只有顺应事物的本性、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规律，就如给老人要穿适合老人的衣服，给孩子要穿适合孩子的衣服一样；同理，只有尊重人性中的真我，才是“人之情”。

这种人性观反映到对文学的认识上，则是强调文学情感表现应以“真我”为旨归，并以这一理论崭然有异于当时的文坛，对当时文坛兴盛的虚假之气做了抨击，倡导了文学情感表现新论：“真我”是文学情感表现应持的基本原则，并以抒写真我，期于自得，不窃于古人为所尚。在《叶子肃诗序》中，他直斥七子之文袭古人之格调，而异胸膈之风神的现象：

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言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己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人话说得再像也是鸟，也成不了人，徐渭在这里犀利地指出人云亦云地写一些不是自得之作的东西，只能学到别人作品的外在形式，抒发的不会是自己真实的情感，这样的作品看似下了很大功夫，模仿得“极工逼肖”，也终究改变不了拾人牙慧的结果，这一点尤以七子之文为甚：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即我之今也，謩古而反其所以真为古者，则惑之甚也。虽然之言也，殆为词而取兴于人心者设也，如词而徒取兴于人口者也，取兴于人耳者也，取兴于人目者也，而直求温凉于兽与木也，而以为古者，则亦莫敝于今矣！何者？悉袭也，悉剿也，悉潦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刖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药丸子也。语之其所合者，则欣然，语之其所不合与不知者，不笑则讪且怒矣。 

本色尚俗——文学情感的审美接受

尊情尚真，力主创作自得之文，徐渭始终以这一原则为统领，在戏曲创作论上较早提出了“本色论”。徐渭认为，戏剧语言应是作家自然禀赋、创作个性和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因此戏剧语言必须是人心的外在流露，他在《西厢序》中对本色和相色做了比较，鲜明地倡导本色的观点：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着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

本色论的另外一层含义即是对戏曲创作通俗性的要求。我们知道，明清戏曲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力量的增长及其精神需求的高涨是分不开的，而来自市民阶层的戏曲表演者和欣赏者要求戏曲具有通俗易懂的品格，所以戏曲的通俗性问题就显得异常重要。在《南词叙录》中徐渭多次谈到“俗”这个戏曲创作和评价的标准：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万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

二、 李贽：“心之初”与“心即理”

李贽“童心说”的提出，实为针对当时文坛上到处充斥的伪道学的论调，在李贽看来，文章的虚假之气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因此，他提出了“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所体现出的文学的主观心性由此可见一斑：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

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

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李贽认为所谓童心是“心之初”，是童子的最初之念，而失去童心的原因是因为内心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即“道理闻见”，李贽提倡童心，是为了恢复人的真心，反对以“闻见道理”为心。在李贽看来，“心之初”是美好的，后来由于“闻见道理”才使人的本心被障，而“闻见道理”又是“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当然也就不可能再有纯真美好的童心了。在《童心说》里，李贽一再强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夫童心者，真心也”，把毫无虚假成分的，最纯洁、最真实的“赤子之心”奉为真心。明显可以看出，李贽对当时只见虚假的“道”，而不见真实的“心”之根源进行了反思和剖析。

 
李贽紧接着论及假人、假事和假文问题。“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因失却真人，所以成了假人，假人当然只能做假事，至于做文，也只能做假文。假人之文不是由内在真情表现出来的，当然不能“实生辉光也”。

李贽所指的童心的内涵在这里已经有了两方面的意思，它既是指人最初的本心——初心，最洁净无瑕的状态，也指最自然真实的表现。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既是创作主体的主观心性的纯净，心无杂念，也指创作主体在进行创作时的真情流露。

作为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李贽的哲学和文学思想与阳明心学有着渊源关系。心学盛行后，晚明文学领域一扫之前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阴霾，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渐强。其中李贽的作用非同寻常。他的价值不只在于其脱胎于阳明心学的理论根系，更在于他超越心学的文学主体思维和审美价值判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正视私心人欲

在李贽之前，哲学思想界和文学理论界在谈到“私心”、“人欲”概念时，多是要去“私心”、灭“人欲”。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此有过评注：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恶，皆去声。唯之为言独也。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这里强调的是成为仁者的标准当是没有私心。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中去私去欲也承续了传统儒家学说的观点：“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在他们看来，私心和人欲的存在会蒙蔽人对天理的寻求，因此对于求圣以达天下的儒子来说，存理去私灭欲应成为恪守的准则。而李贽对理学的反叛，对心学的发展，正在于他能从“本真”和“自然”出发，正视私心和人欲的存在，也就是正视有功利思想是人的本性，并且认为这是“心之初”的自然流露，无需克制，进而对传统的伦理进行了反拨式的阐发：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这种人伦物理使对物质生活的私欲和追求成为人之常情，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圣人，都不能免除这种私欲，所以私心的客观存在具有合理性。引申到文学领域，文学创作也应该表现常人的感情：“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自然发于情性”之文，是出自童心的至文，是真正值得倡导的文学观。

（二）追求审美体验

阳明心学之中含有审美的元素，体现在他对善和恶的认识上，认为良知即是善，是美，求善即是获得良知，以达圣人之境。在阳明心学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善”和“恶”这两个概念既是“心之体”，又是“意之动”，对“善”和“恶”的认识，既体现了致知的过程，又体现了格物的目的：“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而李贽的“童心说”则在为“天伦物理”的概念正名之后，又提出了文学审美的问题。文学除了要表现自然人性外，还要具有审美的要求，而“天下之至文”就能达到这个要求，即达到“化工”的境界：“《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

文学创作要追求“化工”而非“画工”，“化工”的境界可使“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由自然之性情生发而出的诗文，便可至美，因此“宣畅”、“疏缓”、“浩荡”、“壮烈”、“悲酸”、“奇绝”之境便可呈现，且与审美主体的情性相一致，由性而发，便“莫不有情”，“自然发于情性，自然止于礼仪”。

综上，“童心说”是李贽文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对晚明文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理论。“童心说”的提出，是心学思想影响文学领域的表现，是李贽接受阳明心学的核心价值，又在文学思想上超越了心学的理性维度的表现，自此，对主观心性的观照、对个性自然的抒写、对文学审美的追求开启了晚明至清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崭新风气。

四、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文学批评
 （一）诗歌

诗歌理论在明中后期得到较大发展，在主流诗派七子派主盟文坛之下，一批非主流的文学派别和个体作家崛起，强调诗歌源于人的心灵，以师心代替师古，诗歌要抒发真情感，要不受拘束地表达，提出了性灵说、情真说、清物论等一些颇有见地的诗学主张，从体裁到风格、审美，全面地表述了充满个性的诗歌理论主张，使明中后期的诗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气象，非主流诗论与主流诗论在博弈中得到发展，同时与主流诗论形成映照，共同繁荣了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

（二）小说

明中后期，伴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小说批评空前活跃。此时的小说批评分为文言小说批评和通俗小说批评两种。文言小说批评大多模仿唐传奇，有建树的批评乏善可陈，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通俗小说批评水平较高，特点是以“评点”为主要形式，兼有为小说写序、跋及夹杂其中的一些片断和评述，出现了对四大奇书的文本解读，显示出对小说创作技法和规律的较为成熟的观念，也出现了在小说评点方面具有影响力和学术价值的作家、作品。小说评点因涉及到作品、作家、评点者的个人水平和风格，因此从此阶段的小说评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心学对小说批评的影响，也可以看出明代小说批评在理论上已经有了许多有创见的观点提出，如人物塑造理论、真实和虚构的问题、小说的审美特征等，体现出小说批评在理论建构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三）戏曲

在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这四种主要的文体类别中，戏曲从创作实践上看出现得比较晚，明中后期戏曲创作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也代表了更加接近市民生活的俗文学登上文艺舞台，受到了普通大众的欢迎。此阶段戏曲理论批评亦有较大发展，出现了许多专门探讨戏曲表演、戏曲创作、曲词音律等方面的著作。除此之外，一批在戏曲理论方面有独到见解的人物在此时十分活跃，像徐渭、李贽、汤显祖、王骥德、凌濛初等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戏曲艺术，或提出“本色”论，或讲“意趣”，或主张“通俗”，或倡“典雅”，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了戏曲理论的内涵，促进了明中后期戏曲理论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像《南词叙录》、《曲品》等宝贵的著述。
